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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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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风险评估在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科学而健全的指标体系是获得准确风险

评估结果的关键。不同类型传染病在不同情境下的传播、影响因素复杂，由此而形成的传染病传播风

险评估指标体系差异较大。本文对国内外已经建立的、根据传播途径和发生的特定情境分类的传染

病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进行综述，为我国制定传染病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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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sk assessment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 sound index system is critical to obtain accurate risk assessment results. The
spread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various situations has complex influencing factors.
Thus, the results of different risk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of infectious disease transmission could
be vary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isk assessment index systems of infectious disease
transmission established at home and abroad according to the transmission route and the specific
situations in which they occur. This paper also quoted China's references to formulate a new index
system for risk assess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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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是收集、评估和记录信息以分析风险等级的

系统过程［1］。风险评估旨在确定某些事件对公共健康可能

产生的影响及程度，以便有关部门采取措施以减少负面后

果。风险评估在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科学而

健全的指标体系是获得准确风险评估结果的关键。不同类

型传染病在不同情境下的传播、影响因素复杂，由此而形成

的传染病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差异较大。本文对国内外

已经建立的、根据传播途径和发生的特定情境分类的传染

病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进行综述，为我国制定传染病传

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提供参考。

一、不同传播途径传染病传播风险指标体系

1.经血传播的传染病：

血液供应一直以来都以安全为先［2］，在多数发达国家，

以经血传播为主的疾病，如HBV、HIV-1/2和HCV等的输血

传播风险已经非常低［3］。然而，近年来新发传染病对血液

安全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4］。Biggerstaff-Petersen模型（BP
模型）［5］和欧洲预先风险评估工具（the European up-front
risk assessment tool，EUFRAT）［6］是被研发用于新发传染病

的血液传播风险评估的工具。BP模型最初用于评估美国

西尼罗病毒的经血传播风险［5］，其开发者认为，可以用无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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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献血者的估计比例来代表受感染个体进入血液供应链的

概率，进而评估西尼罗病毒的经血传播风险。此后，BP模
型还被用于估计登革热病毒、基孔肯雅病毒、甲型肝炎病毒

以及罗斯河病毒等的经血传播风险［7-10］。

EUFRAT在BP模型的基础上，将新发传染病的经血传

播风险按输血者-献血者角色进一步细分。EUFRAT最初被

回顾性地应用于 2001年意大利的基孔肯雅病毒疫情［6］。结

果表明，最终估计的输血者被感染的风险可能远低于献血

者隐性感染的风险。此后，EUFRAT被用于非疫情地区，以

估计从暴发地区返回的献血者相关的血液传播风险［11］。同

时，EUFRAT也能用于回顾性地估计疫情暴发期间的经血

传播风险，以及在疫情结束后一定时间内仍具有传染性的

献血者相关的后续风险［12］。

2.经呼吸道传播的传染病：

流感是常见的经呼吸道传播的传染病。全球在应对流

感大流行的风险评估工具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例如，WHO
建 立 了 流 感 大 流 行 风 险 评 估 工 具（tool for influenza
pandemic risk assessment，TIPRA）［13］。TIPRA采用了美国

CDC流感风险评估工具中的风险评估方法、要素和权重，并

加以细化［14］。TIPRA包括流感病毒动物间传播、动物地区

分布、基因特征、病毒与受体的结合特性、病毒在动物模型

中的传播、对抗病毒治疗的敏感性、致病的严重程度、人类

感染及群体免疫9个维度，以汇总算出最终风险。

目 前 正 处 于 大 流 行 状 态 的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COVID-19）已成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15-16］。Zhou等［17］

利用各国病例数，通过“播种时间”（seeding time，ST）与“倍

增时间”（doubling time，DT）来评估 COVID-19在特定国家

中的传播风险，并将这一模型命名为 ST/DT模型。ST和DT
越低，则 COVID-19的传播风险越高。利用不同国家 ST与
DT均值，可以将风险分为高、较高、较低、低 4个等级。ST/
DT模型被开发者用于评估白俄罗斯的 COVID-19风险，结

果表明当“社交距离”只是自愿和部分实施时，DT缩短、风

险等级为高风险；而在白俄罗斯采取了更严格的措施后，

DT变长，ST/DT模型也显示白俄罗斯已恢复至低风险状态。

此后，ST/DT模型也被用于评估COVID-19在中国北京市的

二次暴发风险［18］。

3.经性接触传播的传染病：

目前对于经性传播疾病的风险评估主要是围绕MSM
的HIV传播风险［19-21］。刘览等［21］构建了MSM人群艾滋病感

染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基本人口学信息、AIDS相关知

识和态度、同性性行为、异性性行为、毒品/饮酒相关行为、

性病相关情况 6个一级指标。李玲玲等［20］建立的指标体系

则主要涉及性行为相关的指标，而未纳入人口学指标。联

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制定了描述艾滋病的指标的入选标

准［22］，强调指标应具备必要性、有技术优势、定义明确、可收

集并进行数据分析、经过现场测试或实际应用、指标集总体

呈连贯及平衡的特点。以上标准可为国内外学者构建艾滋

病等传染病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提供参考。

4.经虫媒传播的传染病：

由于虫媒传播的复杂性，评估其传播风险的指标较

多［23］。虫媒传染病的跨境传播对我国的公共卫生安全有着

巨大的威胁，我国边境地区发生以登革热为主的虫媒传播

疫情暴发及本地感染病例屡见不鲜［24］。戚艳波等［25］建立了

登革热跨境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以“社会地理因素”

“传染源”“传播途径”“传染病防控能力”为一级指标。而

在黄甜等［26］构建的边境地区登革热跨境输入风险评估指标

体系中，一级指标增加了“人群因素”，而去除了“传播途

径”，同时将“传染源”改为“登革热病毒及病媒特征”。由于

虫媒传播的复杂性，其传播风险可能会被高估或低估，因

此，在构建虫媒传播疾病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时，应综合考

虑各影响因素，尽量减小风险评估的偏差。

5.经消化道传播的传染病：

经消化道传播的肠道病原体多样，这使得对于消化道

传播疾病的风险评估复杂化［27］。定量微生物风险评估

（quantitative microbial risk assessment，QMRA）与传染病传

播模型（infectious disease transmission modeling，IDTM）是常

被用于评估传播风险的大小和来源、不同传播途径的影响

以及干预时机的工具［27］。其中，QMRA是 1个建模框架，通

过暴露评估来描述环境中的病原体暴露，并描述暴露与人

体的剂量-反应关系。QMRA广泛用于涉水安全的评价与

管理［28-29］。IDTM是数理流行病学的工具，将潜在的传播机

制与疫情联系起来，预测疫情趋势，并评估控制策略的可能

影响。IDTM应用广泛，如耐药性在伤寒暴发中的作用、优

化口服霍乱疫苗及国际旅行者传播脊髓灰质炎的风

险［30-32］等。

QMRA和 IDTM在消化道传播疾病中侧重的角度有所

不同。QMRA关注环境风险，旨在评估异质条件下罕见事

件的风险和概率；而 IDTM的目标则集中在群体水平的动态

上，主要是了解疫情的流行病学模式，以及评估干预措施的

影响。Brouwer等［27］认为，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关注病

原体在环境中的生存及传播情况、以及病原体在人群中的

传播，风险评估模型的作用将得以加强。

二、特定情境传染病传播风险指标体系

1.口岸：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跨国旅行和贸易活动日

渐频繁，传染病跨国传播风险加剧，口岸防控形势严峻。多

种疾病均能通过航空运输实现跨国传播［33］，例如结核、流

感、SARS/MERS、麻疹/风疹、脑膜炎奈瑟菌病、白喉、埃博拉

以及疟疾等。风险评估是口岸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科学的指标体系是获得准确的风险评估结果的关键。

许丽波等［34］综合考虑了传染病流行的各个环节和因素，构

建了口岸传染病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包括病原学特性、流行

病学特性、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以及预防和控制能力 5个一

级指标。然而，由于经口岸传入的传染病种类众多，很多疾

病特征不完全明确，该指标体系仅能帮助卫生检疫部门进

行快速、初步的风险评估，未来仍需要考虑传染病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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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学及流行病学特征等差异，对各指标进行细化、补充及

完善。在夏静等［35］建立的国际邮轮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体

系中，不仅考虑了疫情发生风险的评估，也纳入了用以评估

疫情发生后危害严重性的指标。这与何晶晶等［36］建立的口

岸输入性呼吸道传染病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类似。此外，何

晶晶等［36］所建立的指标体系中还增加了“疫情信息平台是

否通畅”这一信息指标，考虑了信息对于疫情传播风险的

影响。

2.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后发生传染病的传播和暴发与灾害对于人类

社会的长期影响有关［37］。人类、病原微生物以及环境生态

的变化促进了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因此在自然灾害发生

之后，对各种传染病传播风险进行评估、预防和控制传染病

的流行十分重要。Wisner和Adams［38］在《突发事件与灾害

中的卫生对策》中着重介绍了收容与突发事件安置、供水、

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病媒与害虫控制、传染病控制与流行

防控工作。我国 2015年发布的《自然灾害传染病预防控制

工作技术指南（试行稿）》［39］中提到灾后传染病防控工作重

点包括重建疾病监测系统、重建安全饮水系统、做好环境卫

生整治、防治吸血昆虫的侵袭、及时发现和处理传染源 5个
方面。构建自然灾害后传染病疫情发生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时，应考虑以上 2个指南的理念及要求，旷翠萍等［40］运用德

尔菲法构建的自然灾害后传染病发生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其中设置了 7个一级指标：灾害严重程度、灾区传染病应急

防控能力、安置点设置与管理、公共卫生保障、病媒生物风

险、传染病本底水平以及传染病及相关症状风险。

3.大型活动：

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往来，越来越多国际性会议、集

会、赛事相继举行。这些大型活动在给举办地带来各种商

机与社会效应的同时，也可能带来多种公共卫生风险［41］。

WHO定义的大型活动指在特定地点，为了特定目的（如正

式社交集会、大型公共事件或体育赛事等），在特定的时间

内，有超过一定数目的人群参加的集会［42］。孙晓冬等［41］收

集了国内外各类大型活动期间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分析

事件的起因和影响因素后，构建了大型活动公共卫生风险

评估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 4个一级指标：风险发生的可能

性、影响和后果、人群脆弱性、预防处理能力。开展大型活

动风险评估是为了了解风险水平，以便有针对性地采取防

范措施，尤其是对传染病传播风险的控制。

三、总结与展望

随着全球化程度加深，人员、商品等要素流动日益频

繁，传染病传播等公共卫生风险的控制尤为重要。2020年
席卷全球的COVID-19疫情也在提示着，传染病的跨国传播

之迅速，不断冲击着世界各国的公共卫生防控体系［16］。面

对COVID-19疫情，我国采用了以阻断病毒传播和扩散为目

的的“围堵”和“压制”策略［43］，建立了统一高效的指挥体系、

全民参与的严密防控体系，有效地遏制了全国疫情［44］。类

似的“围堵策略”和“压制策略”在新加坡与韩国也取得了显

著成效［45-46］；部分国家则采用了“缓疫策略”，侧重于重症病

例的救治，但需付出高发病与高死亡的巨大代价［47］。不同

国家的国情及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也影响着传染病的传播

风险。而既往的传染病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主要是建立在生

物医学基础上，也有部分指标体系将防控能力纳入了评

估［25-26，34-36，40-41］，但既往评估防控能力的指标多是传染病监

测、医疗卫生机构的应急处理及临床救治能力等方面，对社

会治理能力等影响传染病传播风险的指标考虑较为缺乏。

未来需要建立更加全面、完善的传染病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宏观指标与微观指标相结合，以长期、系统、全面地评估各

类传染病传播风险，为及时有效应对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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